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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表征

李　旭，苏东扬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目前，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的关注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有着不同表征维
度，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伦理风险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伦理
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风险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变化，甚至可能产生新的风险类型。人工智能
的出现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尽量削弱其负面效应。为此，可以让机器与人类
各司其职、互相促进，且围绕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尊重规律，顺势而为，才能更好地保障整个社会秩序和
自由的秩序长期总体稳定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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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在学界已

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华南理工大学闫坤如教

授指出，在人工智能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

时，需要高度重视其引发的潜在道德风险。智

能机器的道德主体地位问题、人工智能引发新

的社会安全和公平正义问题及其他新的伦理问

题都需要详细考察和谨慎决断［１］。当代人工智

能技术的伦理风险的主要表征可分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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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社会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伦
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伦理风险。这些
风险的产生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而

发生变化，人类社会也将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
所隐含的潜在风险而进入到一个“智能风险
时代”。

　　一、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伦理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扩散，其对人
类社会产生的多方面负向效应正逐渐显现，主
要包括：大规模失业导致人类决策的边缘化、人
工智能武器的安全隐忧、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相关权利与责任困境以及因人工智能技术的贫

富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层和固化问题等。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引发大规模失业，继而

导致人类决策边缘化问题。以往机器被视为工
具性或辅助性的生产工具，是为了提高或扩大
人类物质生产力的“助力工具”。欧盟政治战略
中心（ＥＰＳＣ）所发布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
（机器学习）对提高生产效率存有显著的助推作
用。具体来说，预计到２０３０年，人工智能技术
将为全球经济贡献１２．８万亿欧元，这一经济贡
献相当于推动现今全球总 ＧＤＰ增长１４％，而
预计到２０３５年，这一数值则可提高到４０％。正
因如此，全球各大企业目前正竞相收购以人工
智能为重点的公司，据相关统计显示，自２０１２
年以来，已有２５０多家 ＡＩ公司被大企业所收
购［２］。至今，人工智能领域已成为世界各国竞
争的主战场之一。尽管如此，因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引发大规模失业，继而导致人类决策边
缘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２０００年，高盛集团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
有６００人，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却只剩下了２
人，其余的工作全部由人工智能包办。Ｋｅｎｓｈｏ
公司ＣＥＯ丹尼尔·纳德勒（Ｄａｎｉｅｌ　Ｎａｄｌｅｒ）坦
言：“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高盛还会对内大量
裁员。”除了高盛，每家主要金融公司的交易大
厅也将如此［３］。牛津大学诸多学者们一致认
为，英国现存的工作种类，有三到四成将会在未

来的十多年内完全被人工智能取代。进一步
说，随着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从
负面角度来看，人类将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
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缘起正是由于现代智
能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某一具体的策略
制定过程中，由于智能机器具备强大的数据收
集与分析的自主能力，它们所做出的结论往往
是“科学的”与“正确的”。有大量的数据表明，
人类通常带有偏见，而且敏感，所以，依赖于直
觉和理性的人类甚至比依靠数据统计的智能机

器更可怕，毕竟“机器从不会说谎”。
第二，人工智能武器的潜在风险。早在上

世纪末，最新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于某些军事
领域，并形成了以智能机器人、无人舰、无人飞
机为主的智能军用体系。在智能机器人领域，
主要是以ｉＲｏｂｏｔ公司“费奇”机器人为代表，该
智能机器人的作用主要为打扫战场、弹壳收集，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智能机器人被用于生化
武器和炸弹的检测。１９９９年，美国的第一代用
于鱼雷搜索的无人潜艇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无
人机的原始模型———Ｑ－２训练靶机也只是为
了训练相关飞行员而研发的。进入２１世纪，随
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更是加快
了智能军事武器的发展。美国作为引领现代军
事技术发展的国家，所研发的一部分军用飞机
系统已具备自动搜索与跟踪目标、自动辨别地
形并选择最佳飞行路线等能力。例如，拥有几
千万行代码被誉为“飞行计算机”的Ｆ－３５第５
代飞行战机和完全由电脑操控的海军Ｘ－４７Ｂ
无人轰炸机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强大
杀伤能力的现代智能武器可以平衡不同国家间

的军事实力，但是，当此类武器落入不法分子之
手，后果着实令人堪忧，其所带来的危机将远超
出战争引发的道德问题。需要加以补充的是，
由于智能武器或智能武器系统不具备人类对战

争的恐惧与战后所带来的各类痛苦的真实感

受，战争的爆发变得更加的容易。当智能武器
向强智能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可能会陷入
“灭种的可怕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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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智能技术的权利与责任认定之争。
自机器诞生之日起，便被人类视为工具而服务
于社会实践，成为人类的附属品。随着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其智能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
升，这意味着作为智能化的各类技术的集合，将
会对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产生极大的动摇效应。
换言之，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使得人工道德主
体界定的模糊性增加，进而造成其权利与权益
的混乱。具体而言，当人工智能仅仅被视为工
具而服务于人类社会时，那么，经由此类机器所
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均属于人类的责任，因
为“它们只是工具罢了”，犯错根源于人类。另
外，如果人工智能以人类伙伴的身份参与人类
的各项工作，那么它们的权利与义务又将如何
界定？其中，如果人工智能被视为与人类一样，
同样具备完全自主的道德抉择能力，那么，当它
们“犯错”之时，智能机器的伦理设计者、创造
者、使用者等是否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反言
之，如果人类为智能机器的错误行为埋单，那
么，人工智能又是否可能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
人推卸责任的借口？除此之外，当人工智能被
视为能够完全为其危害人类社会的行为负责

时，它们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予以承担呢？毕
竟让人工道德主体意识到自己犯错并且接受道

德约束，从方法论层面而言，迄今为止，并不存
在具体可行的实际方案。如果人工道德主体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什么样的惩罚能让机器
人恐惧且做到自主性自我约束呢？毕竟机器没

有生命，只是盲目地遵循预设的算法和“目的”，
遵循代码完成一系列随机试探、刺激－反应、加
权评估、条件判断等过程，在求解空间中寻求一
切满足目标方程式的可能性。这种计算对每种
可能性的善或恶都漠不关心［４］。
第四，技术的贫富差异造成社会分层和固

化的风险。如前所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被广
泛应用到不同领域，各个领域的工作逐渐由人
工智能取代，而这种取代并非纺织者被纺织机
代替，或者人力车被汽车代替，而是对现有职业
和工作版图进行大规模的颠覆。可以想象，当

滴滴公司完全由无人驾驶汽车运营；苹果公司
可以不用去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拼装，而是利
用人工智能在本土进行机器组装，这其中的耗
损，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从
某种角度而言，在这场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中，受
益最大者当属掌握大数据、智能研发技术的各
类大型企业及其背后的国家。这是因为，数据
优势对智能技术行业中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

用。只有掌握大量原始真实数据的企业才能研
发出更好的智能产品，这意味着其经济收益将
会稳步增长，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时，自
然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其中并研发出更好的

产品，如此往复，不断循环。但是，由此带来的
影响在于有限的资源将会被那些少数的大型企

业甚至国家所掌控，多数中小企业将会在这样
的循环中被屠戮殆尽。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智
能社会中，数据与技术将会与石油、天然气一样
成为宝贵的资源。当技术的贫富差距被不断拉
大，社会分层与固化的风险就越高。

　　二、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伦理风险

抛开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个体的正向作用

不谈，就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个体的负面影响
而言，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质疑：其一，人工智
能体是否可以具备伦理道德？如若可以具备，
那么，其二，人工智能体是否构成对人类主体性
的威胁？

计算机伦理学家詹姆斯·摩尔（Ｊａｍｅｓ　Ｈ．
Ｍｏｏｒ）曾根据人工智能对伦理的影响和参与程
度对人工道德主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简
称ＡＭＡｓ）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它们分别是：有
道德影响的主体；没有自主意图但是对伦理有
影响的智能、隐式的道德主体；通过外在的硬件
和内在的软件设置了伦理框架的智能、显式的
道德主体；根据现实的情势和情况采取符合人
类伦理的智能、完全的道德主体，拥有像人类的
自主意识并且做出伦理应对。现阶段，尽管还
未有一个完整的、通用的、置于人工智能技术内
部的道德伦理框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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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应用等方面进行价值引导，但事实上，当具
备无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做出不同行为并产生

了相应伦理影响之时，便可将其视为具备了伦
理能力，由此转变成为伦理的关注对象。据此，
一个问题得以出现，即自由与自主决策是否是
人工智能被作为道德主体的前提？如果人工智

能可以作为道德主体，人类的爱恨情仇等情绪
是否为道德主体的基本组成要素？从某种角度

而言，在自由与情感的加持下，人工智能与人类
之间的区别会进一步缩小。但是，当给予人工
智能以情感，将会产生的后果又是如何？人类
目前无法得知。在面对错误时，人类虽已具备
相当充分的经验，但是相同的错误仍会发生。
同样的，拥有智能与情感的人工智能也会像人
类一样，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对于人类而
言是经验的“真空区”。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出
于恶意或是犯罪意图的人将不良“因素”输入于
智能系统后，其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也将会
是灾难性的。
除此以外，人类的主体地位将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日益成熟而受到威胁。众所周知，所
有技术物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作为使用技
术的主体，通过各类技术的辅助，从而获得更加
美好的生活。但与过往技术完全不同的是，人
工智能技术的诞生，使人类的社会主体地位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已有不少科学家
预测，在未来的２０至４０年间，人工智能将会突
破“奇点”并进入一个全新的意识层面———强人
工智能，“人工智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
革命，它给予人类的认知、价值、关系、人的定义
及其本质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５］人的主体性
表现在其能力、社会地位及作为主体的作用等
方面。在自然界中，人依托自然界的环境条件，
是实施行为的主体因素，也是社会组建的主要
要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而言，人就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种关系将伴随人工智
能技术的三大优势得以改变。第一，强大的学
习能力。基于人类智慧成果产生的种族，人工
智能体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追赶上人类最高的智

能水平；第二，无种族差异性。没有个体差别，
没有畏惧且全心全意为种群的发展而服务；第
三，亲密的合作关系。与人类之间合作所考量
的“回报”标准相比，人工智能体之间的合作是
亲密无间的。在《我，机器人》中，出现了人工智
能拥有自主意识并解放人类劳动负担，最终人
类因此变得懈怠而不思进取的情节。随着人工
智能自我意识的不断进化，它们一旦意识到人
类本质的恶，由此对人类充满失望，继而为了它
心中的完美世界而反抗人类，将会对人类社会
造成巨大危害。据此，我们可以预测：既然人工
智能可以拥有自主意识，并在各方面远超人类，
那么它们又何必臣服于人类！

　　三、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门新
兴科技带来的福与祸总是相伴而行［６］。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团体”，在为人类社会
带来多种便利的同时，其相应的伦理问题也随
之产生。就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伦理问题而
言，其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有二：一是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的高能耗问题；二是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的不对称性问题。
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高能耗问题而言，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对自然能源是有着高于传统技术的能源需求

的。据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３日人民网报道，咸阳市
一个犯罪团伙，为了“挖矿”（即通过运行特定的
计算机逻辑算法，与远程服务器通讯后得到的
相应虚拟奖励）而盗用了２００多万度电。又一
案例，一位属于荷兰普华永道 （ＰｗＣ）分公司的
研究员———亚历克斯·德·弗里斯（Ａｌｅｘ　ｄｅ
Ｖｒｉｅｓ），他曾通过大量的实验与搜集相关数据，
对２０１８年比特币（Ｂｉｔｃｏｉｎ）的全球能源消耗这
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全球现有
的发电装置并不足以维持比特币的挖矿业务。
通过实验得出的一组数据，亚历克斯·德·弗
里斯认为，若要维持现有的挖矿业务，就必须满
足高达６２．３ＴＷｈ的电力要求，即每小时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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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太瓦电量。更形象一点，这样规模的电量
足以满足匈牙利或瑞士的电量需求。由此可
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需以高能耗的代
价得以换取。从某种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
的这种高能耗需求，会给生态坏境的承载力带
来巨大的“包袱”，并最终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性发展。“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
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
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被用于解决单
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
‘副作用’”［７］，康芒纳如是说。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正是因为没有看到在生态自然方面的“副
作用”，才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指数性发展。因
此，其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之一，便是引起了全
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伦理风险的持续性

关注。正如卢风教授所言：“现代科技已渗透于
文明（广义的文化）各个维度，科技的生态学转
向不可能孤立地发生于科技领域，生态主义就
是呼唤生态文明的崭新的哲学。”［８］当然，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所伴随的高能耗伦理问题不仅

局限于自身，也是当代高新科技发展所要面对
的共同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的不

对称性问题，可以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了挑战，而这种挑战源于
生物与人工智能在生存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性

需求。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备大数据驱
动、跨环境认知与推理、脑机协同、群体智能、高
度自主化等特征，与生物以生存为目的向自然
索取资源的多样性相比，人工智技术发展的资
源需求更加单一。正是由于二者存在这种差异
性，从而导致为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而加大对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举例而言，为了生存的目
的，空气、水、树木、煤炭……，均成为了人类活
下去的物质支撑，为了生活得更好，人类对自然
资源的索取量将会变得更多、类型数目会逐渐
增加。相反地，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
超体量的原始数据资源与各类驱动程序，尽管

在某种程度上，存储这些信息所需的物理存盘
等也消耗了一部分物质资源，但其所占体量与
人类所耗相比，是少数的那一部分。正是存在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的不对称性问

题，所以，人工智能为发展自身将会放弃选择保
护自然环境以及其它物种。可以想象，当这一
刻真正来临之时，便将是“至暗时刻”。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将会
暴露出更多的伦理问题，人类面对的智能风险
也将会更甚。为了将这些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之内，就需要让机器与人类各司其职，互相促
进……智能传播的法律一定要顺势而为、自然
制定，才能更好地保障整个社会秩序和自由的
秩序［９］。在面临智能时代的“伦理大考”时，多
措并举，共同应对是预防人工智能“转折背叛”

的有效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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